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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水资源的匮乏，国际上实施最广泛的便是水权交易政策。自从世纪之初，中国治水思路也开始从传统上的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达成的共识是，通过完善水权交易制度来推动整个水权制度的建设，从而达到节水的效果。但是通过甘肃张掖
水权交易的案例表明，由于水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强，测定成本较高，因此以事前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基础的传统水权交易模式，在农户层面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而河北桃城区“提补水价”制度则被视为农业水价改革的新范例。本文通过对当地该制度实施情况的实地研究，在对“提补水价”制度变迁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指出，“提补水价”制度的实质恰恰是一种水权交易新模式。它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在节约大量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引入水权交易机制。虽然政府补贴占提价比例多少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但“提补水价”制度无疑将是中国未来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的一个重要模式，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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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water scarcity, water right trade policy is widely used internation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China began to flood control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the project on water resources for water to change, the consensus is that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water rights trad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rights system to achieve water-saving effect. However, trading of water of rights of Gansu Zhangye, the case proved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otal water resources caused high cost, therefore, total control and quota management in advance based on traditional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l does no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large-scale promotion. However, the Hebei Taocheng “Put-pay price” system is regard as a new good model for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refor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local field studies, based on the deeply understanding of the “Put-pay price ”, our team analysi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is system is a new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 Through clev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saves a lot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c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 trading mode.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price increases is also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but “Put-pay price” system undoubtedly will be the future of farm level is an important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l, and in many fields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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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水资源短缺程度日益加深。水资源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水危机现象在中国北方十分普遍。如何构建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农业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用水大户”，用水量基本上维持在每年4000多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65%。然而中国农业用水效率较低，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采取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农业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35%，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5左右，全国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约为1公斤。如何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减少农业用水的浪费，对于建立节水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

自从世纪之初，中国治水思路实现从传统上的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转变以来，各地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节水制度创新。河北衡水的“提补水价”制度是中国基层农业灌溉用水节水实践的重要代表。它通过“一提一补”的实施，既提高到用水效率，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户的节水意识。我们经过实地调研发现： “提补水价”名为节水政策，实质恰恰是一种水权交易的新模式。“提补水价”制度的变迁过程，为检验和实践水权交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也为其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为农户层面进行节水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途径，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在梳理“提补水价”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对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理论进行了探讨。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水权交易的定义，明确文章讨论范围，在总结甘肃张掖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水权交易模式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描述“提补水价”制度的变迁过程，在制度运行收益大体不变的背景下，制度成本怎样逐步下降；第三部分，提出对于“提补水价”制度的经济分析，并在描述政策绩效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1、中国传统水权交易模式的实践与经济分析
1-1、水权交易的定义

水权交易理论，最早由国外提出，并在国外率先进行实践。智利自从1981 年重新修订《水法》以来, 已经有了20多年水权交易的经验; 墨西哥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 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 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美国加州从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采用了一种渐进的改革来提高水市场的灵活性。（王金霞等 2002）

自世纪之初以来，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合理分配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水事冲突、促进水资源持续有效利用和管理已经成为引起了中国水资源管理者的重视。
对于制度节水的具体路径，目前学界达成共识，中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以水权交易为突破口，通过完善水权交易制度来推动整个水权制度的建设。只有通过交易，水权的经济价值才能够得到体现，从而使清晰界定水权，进而保护水权的激励机制得到强化。

国内外关于水权交易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个。

Rosegrant（1994）认为，水权交易就是水资源使用权的部分或者全部通过市场来进行转让，它与土地转让是相分离的。

王亚华（2005）认为，水权交易市场，它是平等决策实体之间的水权交易大量发生的产物，是利用价格机制实现权利流转的方式。在理论上，水权交易可以发生在各个层次上，比如，个体之间的私有产权交易，社团之间的集体产权交易，甚至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公产交易，但实际上越是向上的层次，权利的流转更多地涉及政治程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交易。我们通常习惯上将水市场限定在取用水户层次，包括个体之间和取水社团之间的水权转让。

水权的交易可以是消费性的也可以是非消费性；既可以是持续的，也可以是非持续的；既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短期或偶尔的。水权交易覆盖层面广泛，包括用水户层面的水权交易，社团层面的水权交易，地方层面的水权交易，甚至跨流域层面的水权交易。
鉴于水权交易讨论范围广泛，本文集中对中国农民用水户层面的水权交易模式——即农户与农户之间平等的水权交易——进行探讨。

1-2、甘肃张掖灌溉用水权交易的经验与问题
中国的水权交易尝试是在引进外国理论、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造。早在2001年初，水利部领导人就提出“明晰水权，建立两套指标体系，实施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的改革思路，作为指导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理路依据。
这套思路最先在甘肃张掖得以实践。
这套思路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总量和定额两套指标。一套是宏观的总量指标，把用水指标逐级分解，把水资源的使用权量化到每个流域、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单位，层层有控制指标；另一套是微观定额指标，结合总量指标，核定单位工业产品、人口、灌溉面积的用水定额。两套指标同时实施，实行总量和定额双控制，把水权落实到每一个用水单元。

（2）运用多种手段保障水权的实施。两套指标确立后，就要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科技等手段，使控制指标成为每一个用水单元的权利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特别强调经济手段的运用，实行基本水价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

（3）允许水权流转形成水市场。用水户和用水单元节约的水量可以有偿转让，这样就形成了水权市场。水权市场可以发生在用水的各个层面，例如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单位之间、用户之间。
 
甘肃张掖市中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也是率先将水权交易理论付诸实践的地方，是中国传统水权交易模式的代表。
为了探索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具体途径和实现形式，2001年8月，张掖先后在临泽梨园河灌区、民乐洪水河灌区开展试点。2001年10月，洪水河灌区发放了水权证（有效期五年），分配了初始水权。

王亚华（2005）的调研显示，民乐县洪水河灌区内部开始有水权交易发生。
简单地说就是，先根据区域用水规划和用水习惯制定一个村的用水总量，考虑到每户土地质量差异之后，将总用水量分配到每家每户，再确定每轮浇水的时候每个农户的用水定额。在一个灌溉季度，农户如果用水超过定额就从其他用水少于定额的人处购买，形成了水权交易。制度推行之后，洪水河灌区农户的灌溉用水总量显著减少。

洪水河库区之所以出现水权交易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背景：（1）黑河流域由于主要依靠高山融雪，年际水资源量变化不大，年初确定的水资源总量定额，不需要因为降水变化而更改。洪水河灌区实行的是水库供水，灌区用水的不确定性较小，此种水资源特征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再分配水权的成本。（2）水资源在该灌区的稀缺程度极高，在作为节水型社会试点前，平均三亩地只有两亩能够浇上水。农户从事水权交易的收益较高，在成为节水型社会试点前，该地区曾经出现了自发的水权交易。

然而，甘肃张掖的其他灌区却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洪水河灌区同时期开展试点的临泽县梨园河灌区，虽然也发放了水权证，并制定了水权交易的管理文件，但是却没有水权转让事件的发生，张掖地区的其他灌区更是如此。在所有农户中，进行水权交易的农户的比例，还不到总农户的十分之一。
水权交易不活跃，从农户角度来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水权交易给农户带来的收益过低。张掖农户占有的土地亩数小，依附于土地的水资源配额也少，因此交易带来的收益不明显。农户之间土地亩数差别不大，农户差异性较小，也减少了出现大规模水权交易的可能性。
第二，水权交易制度运行成本过高。从农户角度来看，将节约出来的用水拿出来交易，需要支付谈判的费用，寻找潜在购买者的费用。当地很多农民认为如果一个灌溉季度的水资源定额不够浇，所得到的收益还不及交易成本，这也抑制了人们的交易热情。 
而从水权交易制度的推行者角度看，确定一个地区水资源总量耗费了当地水务部门大量的精力、财力。

首先，如果实行先颁发水权证，再让各个用水户根据使用定额量的多少将剩余量进行交易——即“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模式——就必须在年前定好该村用水总量以及各农户用水定额。然而由于水资源受降水、气候、生态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年际变化很大。每年都要进行勘测总量，再一层层分配下去的话，所花费的成本可想而知。除非像洪水河灌区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年际水资源总量变化不大，否则一年之初，想完全确定一个村一年的用水总量和每家每户的用水定额几乎不可能。
另外，随着一年降雨量的变化，颁发水权证的政府机关需要不断地对总量进行调整，这样将消耗巨大的工作量。
更重要的是因为用水定额需要调整，农户对自己最终拥有多少用水额度不清楚，对制度容易产生意见，也就无法形成交易。
当地还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根据地区规划而非农民实际用水情况确定用水总量，加上张掖当地水资源短缺，因此分配给农户的灌溉用水定额也不多。有的年景出现的情况是，分配给农民的水量还不足以满足大部分农户农作物正常生长的水量。为了节水的目标，反而损害了农作物的生长和农民的利益，显然不是实施水权交易制度的初衷。
1-3、传统的水权交易的思想源流与经济分析
（1）传统水权交易的定额思想源流

通过交易制度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最早的思想源流应该追溯到科斯（1960）的《社会成本问题》
。只要产权已经被界定清晰，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的权利界定状况如何，市场都能够通过交易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人们将科斯的思想用于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就产生了排污权交易和水权交易等制度。这两种模式虽然运用的领域相差甚远，但是都继承了一个核心思想——界定清楚产权，让市场自发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但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这些制度的实施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的前提即总量给定。
由上文甘肃张掖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水权交易模式也是事先确定一个节水的目标，即该地区水资源使用总量，再通过划定每一个用水户的使用定额，再让用水户进行水权交易。
虽然理论推演很完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控制总量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减少污染或者节约资源的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关键在于，在一个交易费用不为零的世界，想要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支付建立计量到户的产权设施的成本，交易主体之间形成价格的沟通成本，在交易之前确定总量的成本。 

从科斯（1937）
《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我们吸取的营养是，虽然运用价格机制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进一步扩展，一项制度是否推行，需要考虑这项制度推行之后的收益以及推行这项制度所需要的成本。

(2)从制度运行收益和成本两方面看传统水权交易制度

对于在农户层面推行以总量控制为基础的水资源交易制度，我们先分析其成本。
从甘肃张掖案例可知，在农户层面推行水权交易制度，计量设施的投入和价格形成的成本并不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事先一个地区的用水总量怎么确定。
在各种运用交易达到资源配置的制度中，事前确定总量都是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工作。就水权交易制度而言，由于水资源的不确定性，事先确定水资源总量需要支付更加巨大的成本。
在水权交易制度实行的过程中，确定一个村的用水总量存在困难。如果想在一年之初，确定一个地区的用水总量，投入更是惊人的。张掖地区确定总量和定额的时候，运用了“中国水科院的专业人员”以及“‘八五’攻关取得的西北内陆地区农作物灌溉需水量成果”，近乎国家级的力量。

这种根据地区用水规划和往年用水量确定的用水总量，可能出现张掖那种灌溉用水定额普遍过低的现象。如果一年之内，降水量不断变化，用水定额还需要不断调整，工作繁琐。

从收益来看，在农户层面推行事先总量控制的水权交易制度，产生的收益有节水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农户得到的经济效益。
以甘肃张掖来看，虽然推行的以“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模式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也取得了不错的节水绩效，主要有两方面效应。

首先，私人用水权界定清晰。每个人对能够使用多少水很清楚，每个人用了多少水也能够被清楚地计量。就算不存在“交易”制度，相比之前用“大锅水”的公共产权情况，这种界定清晰的私人产权明显减少了浪费，还消除了公共产权行政分配可能产生的寻租现象。

其次，水交易制度地引入进一步促进了节水。因为水资源在不同用水户之间具有不用的边际净收益，水资源从边际净收益低的用水户流向边际净收益高的用水户可以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直观地说，存在交易制度，水资源就拥有了价值，农户节约的水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农户就产生了节约用水的动机。

虽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重要的，但农民作为水权交易的主体，最关注的还是采取水权交易制度，他能够获得多少经济效益。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 是小农户分散的农业经营，全国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不足0.5hm2。在中国水权初始分配依赖地权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土地导致，通过水权交易，节水的农户最多只能获得几十元的收入。这与国外相似的水权交易制度相比，农户利益收入相差甚远。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这个水权市场比较发达的流域。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约3 000 hm2。（澳大利亚自身的特点，水资源总量少，地区分布不均，降水年内、年际分配不均，也为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乡镇经营土地的总和。而美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也达到近250hm2 。这两个国家户均经营土地是中国农户的几百上千倍，也决定了他们以农户为基础的水权交易能够给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农户层面水权交易无法企及的。
加之对于现代中国农民，其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灌溉用水权的价值对于农户也在逐渐下降。这使得农户参与水权交易的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

在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巨大，而制度运行给参与主体带来的经济效益较少时。一项制度的推动必将遇到巨大的问题。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模式在农户层面推广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中国需要的农户层面水权交易制度，要么能大幅度提高制度参与者的经济利益，要么能大幅度减少制度的运行成本。学者们认为，无论是哪种途径在中国短期内实现都存在困难。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水权市场难以走基于农户的交易模式，中国水权市场的主体，特别是出让方主体，主要应当是灌区、灌域和取水许可大户。（王亚华， 2010）

2、“提补水价”制度变迁过程

学者们的直觉是对的，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为基础的张掖模式并不适合大面积推广。然而学者们的想象力不够，因为在真实世界中，经过巧妙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的农户层面确实出现了大幅度降低水权交易制度运行成本的新模式。这个就是河北桃城区发明的“提补水价”制度，这项制度是当地水务局从传统的水权交易模式出发，一步一步实践出来的制度。
衡水市桃城区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市中部，属黑龙港地区。2007年末，桃城区总面积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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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45.99万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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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区年实际用水量1.6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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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0.8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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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深层地下水限采量)，不得不超采深层地下水近0.7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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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来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使得地下水位每年以2.3m的速度持续下降，造成桃城区漏斗中心水位埋深由1972年的15.92m，增加到2006年的94.06m，并且深度仍在继续增加。桃城区已经成为了冀、枣、衡地下深层淡水沉降漏斗区中心，引发了地面沉降、咸水入侵等一系列问题。水资源的日趋匮乏已经成为阻碍桃城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一大障碍。

面对如此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现状，全面大力节水，尤其要减少占总用水量63%以上的农业用水。减少地下水超采，控制用水总量，保护有限的水资源是桃城区政府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背景下，2004年4月，衡水市桃城区被河北省水利厅确定为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桃城区水务局以此为契机，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2-1、河沿镇种高村的节水实践 
桃城区水务局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张掖经验。2004年4月，衡水市桃城区被河北省水利厅确定为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此后3个月内，桃城区水务局先后派人到甘肃省张掖市这个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参观学习。

2004 年8月，桃城区水务局计划将张掖市的渠灌区理论应用在桃城区的井灌区
。目标明确后，桃城区水务局决定选取纯井灌区的河沿镇种高村作为第一个试点。2004年10月1日，河沿镇种高村成为衡水市桃城区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开始在井灌区分配地下水水权。

河沿镇种高村试点在农业灌溉中率先实行的是以总量控制为基础的传统水权交易模式。

总量控制制度主要是：依据当地的种植习惯、灌水定额和全区的水资源规划，确定了该村的亩均配水量为274立方米（当时调查的实际亩均用水量为305立方米，考虑到制度节水的因素，按节约10%计算）。每个用水户都发放了《水权使用证》，详细记录了用水户的耕地面积、配水量和用水情况。水量的分配时间是一个灌溉年度，即从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9月30日。用水户超过水权证规定的水量每立方米加价20%。每年的4月25日协会依据降水量对用水指标进行调整。用水者依据节约的水量可以有偿转让，价格双方协商。

总量控制制度公布之后，水务局并没有等到一年之后就对原来的方案进行了修改。主要考量有两个：一、原来的方案实施时间太长，一年之后才能兑现。水务局作为节水社会建设试点面临的约束条件，需要尽快看到制度实行的绩效。二、仅仅按照村里全年每亩274立方米配水的指标实行节水，影响因素很多，需要将节水指标进一步细化。
为了配合在更短的时间内检查制度实行的绩效，水务局开发了一套定额控制的方法：把每个灌溉时段某种作物的平均用水量作为奖罚基数。这套定额管理制度是，将每一个年度分为5个灌溉时段，把每个灌溉时段某种作物的平均用水量作为奖罚基数
。推行奖励办法：上下浮动5%不予奖罚；用水量超过基数10立方米以内的，超出部分的水量每立方米处罚3分；超出水量在10-20立方米之间的，超过部分的水量每立方米处罚7分，超用水量在20立方米以上的，超出部分的水量每立方米处罚1角。如果节约用水则反之。生活用水实行固定定额控制，控制定额是每人每天60升，定额之内水价是0.4元/立方米，超出定额的水价为0.6元/立方米。
在实施新的节水方案之后，由于兑现奖惩迅速，节水绩效很快显现。
然而，从推行所谓的“浮动定额管理”开始，桃城区水务局已经开始了与甘肃张掖模式不一样的节水模式探索。

种高村的节水制度实行之后，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水权交易。

第一个原因是，事先确定水资源总量存在困难。2005年春，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水务局发现总量控制难以实行，因为降雨变化对水权分配影响太大，这与张掖洪水河灌区明显不同。2004年实行制度之初，水务局为种高村制定的用水定额是根据该村现状平水年的总用水量的90%作为定额的，但是2004年当年降水比较充沛，每家农户的用水量都大大下降。原来设定的每亩274立方米的定额，显然过高。如果按照该定额节奖超罚，大多数人都将受奖，节水者的收益就不能体现出来,节水激励不明显。这显然不符合当初确定全村总量定额的初衷。如果按照每个灌溉季节的降雨量，对最终的总量进行调整，每户分得的用水配额也需要不断调整。这样的问题是：一是工作繁琐，二是农户不知道自己拥有用水配额的确切的量，对容易制度产生意见。
这凸显了本文一再强调的利用交易制度配置资源一个关键成本，确定总量的成本。“水权分配”需要确定用水定额，但是由于水资源本身的不确定性即受气候、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水资源年际变化很多，事先确定总量定额很难。也再一次印证了，像张掖推行的水权交易制度不适易大面积推广。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水务局太急于看到绩效，发明了新的浮动定额管理制度。浮动定额管理制度的实质，就是利用简便的节奖超罚代替水权交易。农户之间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行水权交易。

桃城区水务局在种高村的创新“浮动定额控制”存在改进的空间。当时水务局为了方便控制，推出的“浮动总量控制”即把每个灌溉时段某种作物的平均用水量作为奖罚基数进行奖惩。因为是每种作物之间进行比较，农户没有调整种植结构的动机。这项制度的问题还在于增加了水务局的工作量，每一户的种植状况、每次浇地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都需要登记，每一种植年度用水定额都要测算，种高村一户的工作量相当于后来采用“提补水价”一个村的工作量。
不过水务局在种高村的实践最大的收获即创新点在于“浮动定额控制”，定额控制中不用事前确定的固定定额，而改用以平均用水量作为定额进行奖罚，称之为“浮动定额控制”。此点创新对未来的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2、从耿村到北苏闸村的节水实践

经过了种高村的实验，桃城区水务局认识到降雨量是关键。按年平均的降水量来确定总额，给农户分配用水定额不可行。2005年3月，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降雨量考虑在水权分配之中，并在耿村这个纯井灌区实行。根据当地的种植习惯、灌水定额和全区的水资源规划，确定该村的亩均配水量为450立方米（含有效降水量）。结果这个实践刚开始水务局就发现太繁琐，没有继续推行下去。
2005年5月，经过讨论研究，桃城区水务局准备在多种水源的村进行试点。在这里，地表水大多受外部影响，地下水用水量年际变化悬殊，沿用前面两个纯井灌区村的先确定总量再颁发《水权使用证》等一套制度显然行不通。

经过多次讨论，桃城区水务局提出了使用浮动总量控制的办法，就是把种高村对单一品种农作物浮动定额管理的方法移植到总量管理中，放弃了原先以事前确定总量为基础的节水制度。
浮动总量控制试点选在了邓庄乡北苏闸村，这个村灌溉水源有地表水和地下水，水务局制定了这样的节水制度：村民用水者协会
对全村的地下水用水量进行详细登记，到年底，计算出全村单位亩次的平均用水量，以此用水量为基数，超过基数的每立方米罚款0.1元，节约的水每立方米奖励0.1元。这样，有效解决了定额和总量的确定问题，操作大大简化。

在种高村搞定额控制的节奖超罚的时候，水务局就发现奖罚兑现，尤其是罚款兑现操作困难。农民们愿意去领奖，但是都不愿意受罚，哪怕只是几元钱的罚款也不愿意交，觉得受到了羞辱。在北苏闸村这样一个有1600多人，5000亩耕地的村实施困难就更大了。
通过与村民用水者协会协商之后，水务局提出了提高水价收取罚款预备金的方法，在原每立方米0.35元水价的基础上提高到0.45元，提高的0.1元作罚款预备金，奖罚完成后再返还。这种收取罚款预备金的范式，解决了节奖超罚兑现难的问题。

2005年7月19日深夜，水务局副局长常宝军在思考怎样完善北苏闸村制度的时候突发奇想，村里制度实施之后可能出现一个现象：某一户单位用水量多，提的罚款预备金也多，而另一户用水少，提的罚款准备金也少。但是如果有奖励，最后分钱的时候，两户单位耕地得到的资金一样多，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真的单位耕地面积返还的资金大致相同，我们就不必搞节奖超罚了，只要提高水价，把因水价提高而多收的资金按耕地面积平均补贴下去即可。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如果真的可行，就能省去统计、计算、实施奖惩等许多步骤，极大减少工作量。

2-3、国家庄村和盐提口村——“提补水价”制度的诞生

2005年7月20日，是整个桃城区的民主议政日，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都在开会。由于急于印证自己的设想，在没有乡干部的陪同下，常宝军和另外一个同志直接就来到了镇领导提供的两个村，国家庄村和盐堤口村，这两个村是纯农业村，属井渠双灌区。

水务局的方案是：在村里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实行先提价，后补贴的方法。深层水（地下100米左右）每立方米由现状的0.35元提高到0.5元，浅层水（地下20米左右）每立方米由现状的0.2元提高到0.25元，地表水每立方米0.14元，价格不变。提价多收的钱由村里3名有威望的同志（一般是村长和会计人员）负责保管（“钱不离村”这样才会真正让村民放心）。水务局给予深层地下水每立方米再补贴0.05元，多收的钱和补贴的钱作为节水调节基金，每半年按公示的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当村民代表会讨论这个制度方案时，会场秩序大乱。到国家庄村委会，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了。

两个村民主议政的主题都变成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讨论会，水务局领导对村民进行了详细讲解，长达三个小时。村民从激动到冷静，从糊涂到明白
，最后两个村都全票通过了水务局提出的水价改革方案。在现场，水务局约定：从2005年8月1日开始，在河沿镇国家庄村和盐堤口村开展节水社会建设试点。

2005年7月20日，两个村节水制度在村民代表会上顺利通过，标志着这种制度正式被采用，因此，这一天被桃城区水务局定为“一提一补”调控机制的发明日。

“提补水价”制度操作简单。每个灌溉季，农民用水者协会只需按照各个农户的用水量收取相应的水费，等到水务局的补贴下发，再按照亩均耕地的用水量乘以各个农户具体的亩数发放补贴即可。
最早是每个灌溉季度兑现一次节水基金，这主要是怕农户不信任水务局，希望尽早兑现被提走的资金。节水基金也由农民自己组成的用水者协会保管，村民用水者协会返还节水基金的时候，水务局还排专人监督、录像。发展到现在，农户们完全信任用水者协会和水务局官员，因为怕麻烦大多数村的节水基金都是半年兑现一次，有的村甚至一年才兑现一次。
回顾提补水价制度的变迁历程，在种高村提出的浮动定额控制机制，极大简化了各种作物定额的制定问题；在北苏闸村提出的浮动总量控制，有效解决了总量的制定和分配问题；在北苏闸村提出的收取罚款预备金，解决了节奖超罚兑现难的问题；在国家庄和盐堤口村实施的提补水价制度，它不仅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作量和实施成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不讲水权有水权，不讲奖罚有奖罚，不讲交易有交易，不讲节水真节水。”

3、“提补水价”制度原理分析、政策绩效与评价
3-1、“提补水价”制度原理分析

 “提补水价”制度的实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简单模型加以概括
(1)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的新模式
假设某村计量设施完善，能够测量每户的实际用水量，农户也拥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全村只有A、B、C三户人家，每户人家都只有一亩地。A户用2吨水，B户用4吨水，C户用6吨水。提价前水价为1元/吨，提价后为2元/吨。且将每吨水多提取的1元作为节水基金，并会在每个灌溉周期结束后将节水基金按亩数平均分摊给每一户。

该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下表所示，

	
	A
	B
	C

	用水量（t）
	2
	4
	6

	提价前实缴水费（元）
	2
	4
	6

	提价后应缴水费（元）
	4
	8
	12

	返还的水费（元）
	4
	4
	4

	返还水费后实缴水费（元）
	4-4=0
	8-4=4
	12-4=8


这个制度等价于，这三个人原来用水配额都是4吨，C以2元/吨的价格从A处购得了2吨水，A则卖出了2吨水。但是这种“先提价后返还”的模式和事先实行总量控制的传统水权交易不同。这种模式节约了确定总量和定额巨额的交易费用，它的定额是该村农户全年平均实际用水量，是事后确定的。如果一位农户当年用水量超过全村平均水平，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他向另一位当年用水量低于全村平均水平的农户购买了定额水量。购买的价格，就是提高的水价（此处为1元/吨）。
这里的实质其实仍是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但关于“提补水价”制度是否属于水权交易制度，反对者提出的不同意见在于，考虑到文章开头的定义，水权交易制度的水价应该是市场决定的，而在“提补水价”制度中，农户之间最终交易的价格却是由水务局决定的。这个不像完全运用价格机制的情况。

但我们倾向于相信，水资源的转让权出现部分或全部的转让，是水权交易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提补水价”制度是水权交易制度。在“提补水价”制度中，进行交易的主体仍然是农民用水户。水务局的部分介入，节约部分运用价格机制的交易成本（节水农户寻找多用水者的成本，谈判的成本等），恰如当年科斯描述的企业对于价格机制的替代。因此这是一种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的新模式。

(2)政府投入资金后的效果
这种“先提价后返还”的模式推行之后，全村必然有50%的人需要购买超过平均额的水量，50%的人卖出平均额以下的水量。如果在一个村庄推行这项制度，阻力可能比较大。

为了使得村里更多人同意推行该项制度，假设每吨水提价一元的同时政府补贴0.5元。政府补贴的资金和提高的水价一起作为节水基金，然后再亩数平均分给每个农户。

加入政府补贴资金后制度实施效果如下：

	
	A
	B
	C

	用水量（t）
	2
	4
	6

	提价前实缴水费（元）
	2
	4
	6

	提价后实缴水费（元）
	４
	８
	12

	返还的水费（元）
	6
	6
	6

	返还水费后实缴水费（元）
	4-6=-2
	8-6=2
	12-6=6


如上表所示，政府补贴的基金实际上并没有改变A、B、C三人最终付出水费的相对差距，但是降低了他们各自最终付出的水费与原来付出水费的绝对差距。

当政府补贴的节水基金是原来提价的1/2时，所有人后来的水费都低于原来的水费。当政府不提供补贴时，一半人后来的水费低于原来的水费，另一半人后来的水费高于原来的水费。

当政府补贴的节水基金占原来提价的比例属于（0,1/2）之间,后来的水费低于原来水费的人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属于（1/2，1）。（意思是只要给补贴就会有大于二分之一的人可以享受到好处）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补贴的比例越高，越多人后来的水费将低于原来的水费的比例越大，从而使得制度得到更多人的农户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每个农户用水量的相对差距并没有变化。

这项制度真正能起到节水作用的，关键是引入了竞争机制，农民知道自己节约用水就得到奖励，自己多用水就被处罚，而且自己用水多少要和全村的平均水平比较。即使政府补贴的节水基金比例占原来提价比例的1/2以上，这个时候农户依然拥有节水的动力，因为用水少依然可以把水拿出去“交易”。如果有些人觉得，反正补贴多，用水多一些也没关系，最终结果是，他比全村平均值多用的水，还要从村里其他农户处“买”回来。

政府补贴的节水基金应该占原来提价比例多少，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推广这项政策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是多少，还有推广政策究竟需要村里多少人支持以及政府每单位投入的资金究竟能够节约多少水。

以上高度简化的模型，其实就是“提补水价”制度的两大要点。一、先提水价再返还，巧妙引入竞争机制，促成了实质上水权交易的进行。二、政府补贴资金，不会改变竞争机制以及村民之间进行的水权交易，但能够有效降低村民水费与原来水费的差额，有利于促进制度地推行。

3-2、政策绩效与评价
（1）政策效果与农民节水行为的观察

2009年，桃城区水务局以2006年4月前确定的9个试点村为样本，以其中6个纯井灌村为研究重点，以2005年为基准年的对“提补水价”制度绩效进行评估。
“一提一补”制度节水效果是指单纯由于制度实施使农户积极建设节水工程、调整种植结构、采用各种农艺节水技术、用水精细化管理而产生的节水效果。不包括自然降雨变化的影响，也不包括由于大规模的节水工程建设产生的节水效果。据调查，桃城区2005年以来，未进行过大规模的节工程建设和新增农艺节水。通过气候条件相同的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节水率比较，剔除由于自然降水变化导致的水量变化。
表1 用水自然变化率计算表（非试点村用水量变化率）

	项目
	年度
	灌溉用水量（m3）
	用水变化量（m3）
	用水变化率（%）

	非试点村合计
	2005
	22 299 804
	
	

	
	2006
	21 813 160
	-486 644
	-2.18

	
	2007
	19 505 853
	-2 793 951
	-12.53

	
	2008
	17 293 382
	-5 006 422
	-22.45


表2纯井灌试点村制度实施各年节水率计算表

	年份
	试点村用水量（m3）
	用水自然变化率(%)


	试点村自然用水量(m3)


	相对自然用水量的节水量(m3)
	制度实施各年节水率(%)



	2005
	1 969 151
	
	
	
	

	2006
	1 609 040
	-2.18%
	1 926 179
	317 139
	16.46

	2007
	1 394 471
	-12.53%
	1 722 436
	327 965
	19.04

	2008
	1 205 640
	-22.45%
	1 527 067
	321 427
	21.05

	2006~2008年平均
	
	
	
	322 177
	18.85


资料来源：常宝军，刘毓香（2010）

衡量制度节水效果最重要的指标是节水率，由上表可知，在制度实施的3年中节水率不断提高，2006、2007和2008年的制度节水率分别为16.46%、19.04%和21.05%。
农民节水的微观表现是，农民为节水采取了的一系列措施。在农业用水中由原来的大水漫灌改用小白龙、小畦浇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种植结构。“提补水价”制度使农民节约用水的最大部分就来自于此。不需要构建复杂的计量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出，提补水价政策其实就是农民的劳动和部分的资金投入替换了水资源的浪费
，充分调动起农民节水的积极性，节水效果当然显著。
“提补水价”制度操作简单，只需要保证拥有能够计量到户的硬件设施即可（桃城区水务局实施“提补水价”几乎没有在计量设施上投多少钱）
。应该说明的是，所有计量到户的设施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确定水的使用权。这个以“一提一补”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水权交易制度，是以确定水资源的使用权为基础的。

更令人称道的是，“提补水价”机制内含节水竞争机制。这种机制实质是依据平均用水量进行奖罚，而平均用水量是随用水户的行为而不断变化的。当大家都注意节水的时候，总还有更为节水的农户他们仍会受奖，这就迫使人们更加节水。如此，节水则没有限度，只能激发出群众千方百计节水的动力。

（2）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提补水价”制度的实施能够对农民种植结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并不会对种植结构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农民也不可能出现为了白拿几十元的补贴而根本不种地或者换成用水少但收益低的作物。因此这一制度既不会影响农户的收入，还潜在式的提高了农户的节水意识。“提补水价”制度只是在农户种植结构的选择决策的过程中加入了用水量这个变量，而农户种植结构的决定要综合考虑作物的市场价格、政府的粮食直补、用水量和劳动力投入状况。能够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区域内，让农民在生产决策中加入用水量的变量，同时这个变量又不是强烈到足以改变整个决策，这正说明提补水价制度达到了预期效果。

（3）关于政府补贴的部分资金的讨论
桃城区水务局补贴的那部分钱对争取农户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苏闸村原来的浮动总量控制下，永远有一半人受益，一半人受罚。
政府补贴占提价比例的三分之一，当时就是协商的结果
。具体多少人受益，各个村略有不同，从桃城区水务局后来的统计数据来看，按提价幅度的三分之一补贴，大约有80%的人受益。而对于农民来讲更直观的感觉就是，“提补水价”制度的实施自己不花钱，水务局还要补钱，自己肯定愿意接受。这就是在国家庄村和盐堤口村能够一致通过的原因，大大减少了推行制度时候来自农户的阻力。
但是，我们认为在当前三分之一的补贴比例，产生良好绩效的情况下（自从2005年实行提补水价以来，水务局每年投入的财政资金三十多万，每年节约的水资源约在100万立方以上。桃城区水务局自己测算0.25元可以节省一立方的水
。），这个和村干部、村民代表讨论协商的结果，反而是当前的最优方案。未来考虑补贴占提价的比例，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推广这项政策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是多少，还有推广政策究竟需要村里多少人支持以及政府每单位投入的资金究竟能够节约多少水。不过，相比工程节水节约一立方米的水资源需要投入10元的一次性静态投资，还有若干维护设施所需要的每年动态投资来看。财政资金在制度节水的效率明显更高。

（4）水价改革还是水权交易

在本文之前，“提补水价”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农业用水改革的新希望。
长期以来，国家对灌溉用水实施不收费或象征性极低价收费的用水政策，是造成水资源浪费和工程节水收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也应该是制度节水的首选。提高水价，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可以很好地达到效果，城镇的阶梯计价方式实质也是如此。

然而，多少年来，农业节水中一直慎提水价。主要是因为担心农民在经济上难以承受，最终影响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削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农业水价改革的悖论就在于，农业水价改革（主要是提高水价）与提高农民收入的目标相背：农业的经济产出和农民的承受能力较低，水价太高会增加农民负担，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水平，很多地方政府都害怕提高水价对农民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近几年，还有些发达地区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甚至还减免了农业水费。但是，如果水价不提高，农民就没有激励机制来节约用水，农业节水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一部分评论人士认为，一方面想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害怕加重农民负担。任何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知道，这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
然而“提补水价”制度首先改革的就是水价，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使制度起到既能够节水，又不加重农民负担的作用。难道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出了问题？
其实不然，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没有出问题。只要想通过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来节水，那么农业用水价调节的悖论必然存在。“提补水价”制度既能节水，又不加重农民负担。关键因为它不是通过提高价格，让价格反应水资源的稀缺性，从而降低农民用水使用量，这一价格机制来节水。它是通过“先提后补”，建立了一个水权交易市场。虽然这个水权交易市场是无形的，但是确实存在。
这个时候再看看，桃城区水务局的总结，“不讲水权有水权，不讲奖罚有奖罚，不讲交易有交易，不讲节水真节水。”“提补水价”制度并没有谈及水权使用证，没有说节奖超罚，更没有说水权交易，也没有说要节约多少水，但是实际上全部包含在内，实在是妙不可言。
4、结论

自从世纪之初，中国治水思路实现从传统上的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转变以来，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水权交易为突破口，通过完善水权交易制度来推动整个水权制度的建设。
从社团层面、地方层面、跨流域层面来看，中国水权市场的主体，特别是出让方主体，或许主要应当是灌区、灌域和取水许可大户。只是学界认为的“中国的水权市场，难以走基于农户的交易模式”值得商榷。如果按照“水权交易是水资源使用权的部分或者全部通过市场来进行转让”来定义。衡水桃城区“提补水价”制度可以称为中国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的新模式。它的出现让我们对学者们的共识进行重新的思考。
甘肃张掖的案例以及桃城区种高村的实践显示，由于水资源自身不确定性强，在中国当前农户土地规模狭小以及农业重要性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制度运行成本过高的以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基础的传统水权交易模式，在农户层面地大规模推广遇到了困难。

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的，“提补水价”制度中部分政府因素的引入，恰似对价格机制的某种替代，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提补水价”制度具有不错的节水绩效以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在节水经济效益没有显著提高的背景下，大幅度降低了农户层面水权交易的制度运行成本，这为此项制度的推广提供了可能。考虑到如果想运用价格机制节水，必然会加重农民负担。建立水权交易市场，避免农业水价调节“悖论”，将是农户层面节水的重要方向。
 在考虑到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占提价最终比例应为多少还值得商榷，但是相比工程节水，“提补水价”制度提高了几十倍的资金使用效率，显示出制度节水的巨大优越性。
“提补水价”制度不仅在节约农业灌溉用水方面作用巨大，而且在节约农民生活用水方面、城市居民用水方面、甚至在城市居民用电方面都拥有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后记：大麻森乡肖家村——农村生活用水改革试点

现在桃城区水务局还将“提补水价”制度经过改良，向农村生活用水方面扩展，大麻森乡肖家村作为农村生活用水改革的第一个试点。

桃城区大麻森乡肖家村，全村42户，157人，耕地530亩，机井3眼。肖村属于较典型的农业村，经济作物以花生、棉花为主，其中棉花达到人均1亩，该村还依靠近郊优势发展陆地菜、大棚菜，种植面积达50亩。
该村于2006年1月1日被确定为桃城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在农业用水中实行“一提一补”节水制度，灌溉用水由原先按电计费改为按水计费。根据现状所有机井出水量和用电量测算，现状电价0.63元/度折合水价为深井0.35元/立方米，调整后深井水0.50元/立方米。地表水维持每立方米0.14元水价不变。深井每立方米增加的0.15元和水务局补助的0.05元，合计为0.2元作为节水调节基金，按2006年1月1日公示的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

肖村在农业用水管理中提补水价制度运行得很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为在桃城区区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桃城区水务局又在2010年的4月1日将该村做为桃城区第一个生活用水改革试点。其具体做法是：提价——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村内自来水价格由现状2元/m3提高到6元/m3。提高的4元作为节水调节基金，由协会收取后交到桃城区水务局。补贴——补贴额度为5元/月•人，每户人数按协会核定并经公示的人数，一年分两次经公示发放。
我们前往调研的时候，肖家村的生活用水改革试点只试行了3个月，桃城区水务局无法将今年夏天的用水量与去年夏天用水量进行对比，不过从农户的微观行动上看，农民开始在生活用水中充分利用二次水洗墩布、冲厕所，适当减少洗浴数量，提高水价对于促进农民的节水行为，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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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农民用水者协会

农民用水者协会是在构建节水型社会五大途径中的用水户参与管理理念发展而来。建设节水型社会要鼓励社会公众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使得相关利益者能够充分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农民用水者协会由来已久,不同地区的制度略有不同，桃城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特点是，

一、业务范围广泛。农民用水户协会，参与水权、水量的分配、管理、监督和水价的制定。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职责有：1、全面负责协会所有灌溉制度的贯彻实施；2、负责向会员供水并收费；3、负责节水调节基金的管理和使用；4、负责水质、水量和土壤的各种监测工作。

二、民主选举产生。农民用水户协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用水户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积极性。桃城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日常运行由三个人组成，一个会长两个委员。三个人均由农民自主选举产生，农民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物担任职务。农民用水者协会中的两个副会长也是选举产生，不参与日常协会的运行，仅仅起到监督作用。

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机构框架图

农民用水者协会

                              

会员代表大会

                      

协会执委会

                    副会长            会长            副会长

         

 成员                    成员

   



用水小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会员

虽然农民用水者协会独立于村委会，而且也没有明文规定会长必须由谁担任，但是一般会长由村长或者村支书兼任，因为村长或者村支书都是民选的在村民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农民也愿意选他们担任职务。农民用水者协会为了节约成本，一般办公地点也选在村委会。

三、运行成本低，适应性强。在成为节水型社会试点之前，桃城区一个典型的灌溉村一般就有两个机井手，由他们负责日常灌溉事宜。成立了农民用水者协会之后，多数情况两个机井手又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他们在原来管理机井工作的基础上，兼职成为用水者协会的执行委员，和会长一起可以享有来自桃城区水务局的补贴。

村中日常关于提补水价制度的运行维护，包括在村中实行按水收费还是按电收费，完全由农民用水者协会根据当地具体的情况确定。

引进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制度，一方面通过农民的参与，独立于村委会的身份，赢得农民的信任，减小制度推行的阻力。另一方面，减少制度运行成本。由农民用水者协会人员无需重新招募，具体可以根据各村的情况，处理提补水价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运行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附录二：民乐县洪水河灌区的水权交易

张掖市民乐县洪水河灌区是依托双树寺水库（库容2580万m3）进行自流灌溉的灌区，现实有灌溉面积32.2万亩，灌区人口9.7万人，人均耕地面积3.6亩，年用水量1.1亿m3。2001年10月，洪水河灌区发放了水权证，分配了初始水权，之后灌区内部开始有水权交易发生。

朱宏是洪水河灌区彭庄村农民，家中4口人，14亩耕地。在2002年以前，种植作物主要是粮食，亩用水量每轮近160方，年水费为750元。朱宏介绍说，2002年以前，灌区配置到村里的水由村干部管理，在灌溉管理上也十分粗放，往往处在河道上游的农户浇水多，下游的用户浇水少；村里势力大的人浇水多，势力小的人浇水少。同时由于浇水吃大锅饭，每亩地可以浇多少水并不明晰，因此渠道溢水、大水漫灌等浪费水资源现象比比皆是，也无人关心。在水费收取上，村干部在年初按人头先一次性收取全年水费，年终再总结算。但在这些资金管理上，全部由村干部说了算，招待费等许多开支都从这些预收的水费中支取，年终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水费结算，农民甚至连实际的水费标准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矛盾十分尖锐。近5、6年来，村里每年都要重选村干部，最多的一年村民甚至改选了两次村干部。

发放水权证、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宏说，他的14亩耕地配置水权近4000方。这样的水量比他以前的实际用水量大大减少。为了能把所有的地都浇上水，他开始考虑调整种植结构。今年，他种植了3亩小麦，4亩啤酒大麦，3亩中药材，2亩土豆和2亩苜蓿。结构调整后，节水效果十分明显。今年浇第一轮水时，他的水权是800方，由于苜蓿、土豆、板蓝根不用浇，因此他只用600方水就浇完了7亩小麦和啤酒大麦，省下了200方水。与以前相比，每亩地节水一半。对节省下来的200方水，他以每方2毛钱的价格卖给了同村的孙开荣，而水权定价只有1毛钱。浇第二轮水时，由于14亩地都需要浇水，他又差了100方水，这样他又以每方1毛钱的价格从弟弟手中购买了100方水。

朱宏算了一笔账，第一轮用水，他购买水权花了80元，由于节下了水，通过出卖水权收入40元，这样他实际只花了40元钱的水费就浇完了地。而第二轮他的水不够浇地，他又多花了10元钱购买了100方水权，这样浇完第二轮他还是节省下了30元钱的水费。朱宏说，从全年看，可能他的水权自己要全部使用完，但通过水权交易，可以保证自己每一轮都能浇上需要的水，不会象以前那样每一轮都至少有3－4亩地浇不上水。而且分配水权后，自己的水权明晰了，每年的水费也透明了，4000方水就是400元钱，与这一制度实行前相比整整少了350元。

在彭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赵怀普介绍说，今年到目前，全村水权交易量达到上万方水。通过水权交易，不但全村所有地都有水可浇，实现了总量控制下的动态平衡，而且大大节水，与以前相比整整减少用水10万方。

据了解，目前洪水河灌区水权交易主要发生在五种情况下：一是由于结构调整节水后进行交易；二是通过连片规模种植，减少水资源损失节水后进行交易；三是由于农户家中缺少劳力无法种地而出卖水权；四是通过上工程节水措施，节水后进行交易；五是政府调控下的水权交易。主要是政府为鼓励结构调整、规模种植或对水利工程建设先进者进行水权奖励。

对水权制度的建立和水权交易的进行，农民认为有几大好处：一是大大提高了村民的节水意识。因为每户农民都知道自己家有多少水资源可以利用，这使他们在用水方面开始精打细算；二是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结构调整，农民既节水又增收，一举两得；三是用水方式开始改变。以前大锅饭式的浇水方式成为历史；四是用水状况开始透明，搭车收费等现象被杜绝，水费问题不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干群矛盾相应得到改善。

对于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成立，群众也普遍欢迎，他们认为这也有几大好处：一是协会会员由农民选举公正、有威望的人担任，在水权分配上更加透明、公正；二是协会成立后，加强了用水管理，以前随意多用水、浪费水甚至偷水等现象销声匿迹，水事纠纷鲜有发生。

但从调查来看，水权交易和农民协会的运作还有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由于计量设施不完善，对水量的计算还是依据经验进行估算，不够准确，容易引发水事矛盾，也制约水市场的真正形成。二是水权的期限不够明确，这使农民对节水效益的预期心存顾虑，制约节水积极性的高涨。三是水权交易的价格问题，是应该随行就市，由交易双方商定，还是政府部门规定最高限价，有待研究；水交易应该通过农民用水者协会进行，还是可以私下进行，而采取事后告知，对一些没能进行交易的水权该如何处理、水市场应建立在哪个层面等问题，均有待研究。四是农民用水者协会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隐患颇多。现在农民用水者协会主要由农民组成，原则规定村干部不得担任协会领导职务，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搭车收费等问题，但分开后一些村干部对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工作不支持，甚至唱反调的现象也存在。另外，协会干部的报酬等问题也有待研究。
资料来源：王亚华 《水权解释》2005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78-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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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水资源与水权》项目研究组 水资源与水权问题经济分析（初稿）2010年11月30日


�Rosegrant, Mark.W and Renato Gazmuri Scheleyer, . Tradable Water Rights: Experiences in Reforming Water Allocation Policy, Irrigation Support Project for Asia and the Near East, Sponsored by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4


�王亚华 《水权解释》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p35~37


�汪恕诚：《水权管理与节水型社会》，来源于   


� HYPERLINK "http://www.mwr.gov.cn/zwzc/ldxx/jnc/zyjh/200104/t20010427_124568.html" ��http://www.mwr.gov.cn/zwzc/ldxx/jnc/zyjh/200104/t20010427_124568.html�，2001年4月27日。


�胡鞍钢、王亚华（2003）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可以视为水权管理的三个阶段。水权的初始分配是水权管理的初级阶段，水权的有效实施是水权管理的中级阶段，水权市场的形成是水权管理的高级阶段。水权市场的运作比较复杂，完整水权市场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过程。由于权利的明晰和有效保障是水权交易的前提，水权市场发育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水权管理水平的尺度。


�关于张掖灌区水权交易的具体案例，见附录二


� Coase.T.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Coase.T.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1937


�张掖市在市级层面确定总量和定额的时候花费的成本就很高。


张掖市在解决总量和定额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是，“张掖在吸取试点工作经验的同时，以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为依据，着手编制黑河中游水资源配置方案，将张掖地区的总水量指标分配给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该水资源配置方案的编制工作由中国水科院的专业人员承担，依据“八五”攻关取得的西北内陆地区农作物灌溉需水量成果，结合区域有效降雨利用状况，确定不同作物的灌溉定额。按照公平、公正、高效、系统的原则，综合考虑区域总可用水量指标，与各区域的灌溉面积、种植结构及其它重要因素，形成初步分配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张掖市确定总量与核定定额时，分别依靠了“中国水科院的专业人员”以及“‘八五’攻关取得的西北内陆地区农作物灌溉需水量成果”。可以说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力量来解决总量和定额核定的问题。


胡鞍钢、王亚华（2003）中国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甘肃张掖“节水型社会试点”调研报告


� 澳大利亚水资源总量为3430亿耐前开发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为175亿m3。


水资源状况的基本特点一是总量少，人均占有量多。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澳大利亚以人均水资源量位居前50名，是水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但以760万k耐的国土面积计，其水资源总量并不多。


　　二是地区分布不均。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2/3地区属于干旱或半干早地带，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山脉、台地和谷地相接的狭长地带，占国土面积的1/3的中部和西部沙漠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50mm。境内的6条河流多为季节性河流，也分布于降水集中地带。澳中部的大自流盆地富含地下水，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源地。尽管澳大利亚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但却与国民经济布局相匹配，所以水资源供需矛盾并不紧张。


　　三是降水年内、年际分配不均。澳大利亚降水主要集中在冬春之间，5月至12月间降水占全年总量的2/3，这段时间是洪水多发期，也是蓄水期。澳大利亚降水量年际之间变化也很大，有连续丰水年和枯水年的记录，枯水表现尤为强烈。


这种不均匀的降水时空分布，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通过建设水利工程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已建水库近400座，总库容达800多亿耐，具有很强的蓄水能力。


陈明：《澳大利亚的水资源管理》，来自《中国水利》 2000年6月


�王亚华：《对黄河水权转换试点实践的评价和展望》，来自《中国水利》2010年1期


� 《节水型社会在桃城》衡水市桃城区水务局印制的材料


� 渠灌区即用地表的渠水灌溉农田的区域，井灌区则是用井水灌溉农田的区域


�具体来说就是，在每轮次灌水结束后，按照同种作物实际灌溉总亩数和该种作物用水总量，计算出该种作物本次亩均灌溉用水量作为基数，种植同种作物的用户实际用水量与基数进行比较。


� 2004年11月底小麦造墒时节，通过对比发现2003年灌溉设施使用率约为70%，2004年节水制度实行之后达到了100%。而2005年小麦春灌的亩均用水量由过去的83立方米降到了72.4立方米，农业用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6%。


�附录一 农民用水者协会


� 据常宝军自己叙述，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驱车来到河沿镇农委，打算找两个村做试点。说明来意之后，乡政府的同志说：“今天是全区的民主议政日，村干部、村民代表都在开会，上级的领导要检查，没有时间陪你们到村里。”按惯例，搞试点，乡干部必须陪同，和村干部协商好再宣传发动，召开村民代表会和群众大会，盲目直接找群众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当时，我急于想印证自己的设想，在没有乡干部的陪同下，我们直接就来到了镇领导提供的两个村，国家庄和盐堤口。


� 村民不相信水务局的干部，村民们表示“既然一提一补，何必这么麻烦，直接不提不就省事吗？要提肯定是有猫腻”“提的钱都拿去喝酒了，还能回来吗？”


� 在当地调研的时候，一位农民说，刚刚说要实行制度的时候他天天算账，现在早就忘记具体怎么算的了。总之他记住了一条，用水越少越沾光，用水越多越受损。


其实当地大多数的农户，都不能用数学公式或者用语言叙述完整清楚的提补水价制度。但是他们明白了一点：用水越少越沾光，用水越多越受损，而且水务局还要补贴他们水价的钱。这就是农民所谓的“明白”。


�提补水价政策形成过程，根据《一朵非常漂亮的浪花》常宝军副局长关于提补水价形成过程撰写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


�常宝军，刘毓香：《“一提一补”制度节水效果研究》，发表于《中国水利》，2010年7月


� 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大水漫灌的优点主要是农民可以比较清闲。以前的灌溉用水也是需要收钱的，家里也用一些小白龙之类的节水设施。只是水价很低，有时候忙活了一天，也就懒得再拿着管子灌。直接大水漫灌。


�与“提补水价”实施相关的工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计量设施;二是提高输水或提水效率的设施。


因为有些村用水计价，有些村用电计价，所以计量设备主要就是电表或水表。电表每家每户原来都有,不用投资。水表只是在用水计量的村才安装,现在在桃城区只有两个村用的水表计量,其他都是用电表。


另外在“提补水价”试点正式运行之后,为了保障试点的顺利运行,对输水和提水的设施给予一定的补贴,大约占所有试点村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各村不同,有的村实行了许多年,没有任何投资。


总的来说，实施“提补水价”制度，桃城区水务局没有过多计量基础设施投资。


�另外，除了这方面之外，经过当地农户反映，他们也确实意识到这一政策的效果，并有意识的节约用水，说明这一制度同时对人们的节水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据常宝军回忆，他是在2005年7月19日晚想出了这个方法,2005年7月20日上班后就开车到国家庄村,当时该村正开村民议政会。他叫出来了村支书,并提出提高电价四角,政府补贴一角。村支书说他需要让代表们讨论一下吧,一会村支书出来对他说,“比例能否提高点,提高三角补贴一角吧”。常宝军同意了，于是这个新方案由代表们再讨论, 从上午9点讨论到12点多最后才通过。


�对于这个测算过程，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说明的：先要计算节水率,按现状电价提高三角,财政补贴一角，计算的节水率是20%,也就是说财政补贴四度电就能节约一度电。按平均的测算是一度电提两方水,就是财政补贴四方水(合两度电)节约一方水,所以单纯的从制度计算,节水率20%时,财政投入二角就能节约一方水,保守一些说:政府投入0.25元,能够节约一吨水。如果提价二角节水率约15%，情况也差不多。但是如果财政补贴是提价幅度的二分之一，大约是政府投入三角节约一方水。


�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受水区目前已是中国节水的先进地区，但节水尚有一定的潜力。规划通过在农业中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扩大节水灌溉面积，在工业方面调整水价、限制高耗水企业的发展和推行节水工艺和技术、工业废水回用等，在城市生活方面普及节水器具和减少城市管网漏损率等措施，2010年前，在南水北调中、东线受水区投资426亿元，每年可节水41亿立方米，约可减少总需水量的10％左右。到2030年前再投入550亿元，进一步节水约38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2283/3284/20011114/605388.html


� 周其仁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上发表了题为“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现阶段是一个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价格机制根本没有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他举水资源就是一例，“当年为了缓解青岛的水资源危机。青岛当年也是修了个大管子从黄河引水，叫“引黄济青”。主管部门想，“引黄济青”的水肯定要贵一点，因为成本高，将来贵的水一来怎么与现在便宜的水衔接？于是就把青岛的水价提高了一点。结果这个价格一提上去，青岛不缺水了，而大管子还没修好呢！最后青岛的水价那才叫出奇，鼓励大家多用水，用得多就便宜。这里的教训是，如果水价不反映它的相对稀缺程度，整个投资项目和布局，甚至我们养成的消费习惯，都没法做到合理。”


“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周其仁教授讲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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